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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福利与庇护：民粹主义在非
西方世界的激荡之旅

———基于拉美与东南亚经验的考察

林　红

　　 【内容提要】　非西方国家是民粹主义全球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但民粹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

该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其一，由于传统势力、新立宪主义和多阶级联盟

等诸因素的影响，非西方国家较易形成威权民粹主义和涌现克里斯玛型

政治领袖。其二，由于民粹主义领导人在执政实践中多采取扩大国家干

预、限制外国资本、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等政策，非西方国家比

较容易走上福利民粹主义的发展道路，拉美 “粉色浪潮”与泰国 “他

信经济学”即是典型实践。其三，由于传统文化、农业文明的影响深

远悠久，建立在土地依附关系或庄园经济关系之上的庇护主义根深蒂

固，精英与民众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传统庇护关系，民粹主义与庇护主

义相互交织。关于非西方民粹主义问题的整体性思考，既要考虑输入性

因素的影响，即外源性、超前性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模式的刺激；更

要考虑内生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难以平衡这

３９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当代趋势及其挑战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１９ＢＺＺ０４１）的阶段性成果。感谢 《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国家治理困境。

【关键词】　威权主义　多阶级联盟　福利民粹主义　庇护主义　

道义经济学

对于现代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究竟为何物，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而难有定论。

但从现象上看，人们对民粹主义的时空特性却少有争论。在时间维度上，民粹主

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现代政治现象，在其短短１５０年历程中，有高潮有低

谷，但从来没有退出过政治舞台；在空间维度上，民粹主义可以超越政治制度、

发展水平、传统文化的差异而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虽然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

民粹主义浪潮在欧美风云突起，２０１６年后的美国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进程几

乎占据了有关民粹主义讨论的全部版面。然而，民粹主义不独在西方世界存在，

它的更广大、更激烈的实践空间是在非西方世界。事实上，民粹主义除了在开端

时期与美国人民党运动相联、在当前时期与美欧的右翼保守政治相联之外，这一

头一尾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民粹主义游荡在那些同时经历现代化转型与全球化

挑战的发展中国家中。必须承认，当我们说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今政治图景中的主

要特征时，这幅政治图景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对于民粹主义全球性存在的理解

必然涵盖非西方世界，主要是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因为在那里，迥异于西方的政

治制度实践、经济发展策略和文化历史传统为民粹主义书写的是完全不同的

篇章。

一　前言：非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时代

多样性是世界的本来面貌，民粹主义也有多副面孔。它无论在西方还是在非

西方出现，都首先体现独特的本土性，都是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说，各国各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

间上都相互隔绝，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① 就像美国人民党运动和俄罗斯的

民粹派运动之间并没有实质联系一样。然而，形态不同的民粹主义现象又有共同

的特点，即都是现代性政治的产物，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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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多元主义等现象而出现的，因此要辨识民粹主义现象其实并不困难。这种标

榜人民至上主义、以反建制和反精英、挑战既有秩序为标志的政治现象，在任何

意义上讲都是转型时代的产物，无论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或者现代到后现代

的转型。如果说当今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现代、后工业

化时代转型的产物，那么非西方国家的绝大部分民粹主义实践仍然是传统社会向

现代化和工业化转型的产物。

对于广袤、多元和复杂的非西方世界来说，任何着眼于所谓非西方民粹主

义，甚至仅仅是拉美、东南亚、中东或中东欧的民粹主义研究，都可能过于简

化。但是，正如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Ｅｄｗａｔｄｓ）努力寻找对拉美民

粹主义宏观经济模式的理解一样，把非西方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关注其中的典型

地区如拉美、东南亚的代表性意义，或许能勾勒出民粹主义在非西方的历史行程

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

现代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重大政治变革无疑是民主时代的开启，而民粹主

义正是这些国家初尝民主时即会遭遇的挑战。按照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ｅｌＰｈｉｌ

ｌｉｐｓ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著名理论，民主化在２０世纪出现过三波浪潮，几乎波及所有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２００４年的一份报告中曾总结了拉美地

区的民主化成就，认为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拉美的１８个主要国家

中，只有３个国家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２５年后

的今天，从政治和选举角度来说，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①。彼得·Ｈ史密斯

（ＰｅｔｅｒＨＳｍｉｔｈ）在 《论拉美的民主》一书中也论证了这一观点，他比较了整个

２０世纪拉美的寡头制、半民主制和民主制的发生情况，认为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该地

区被考察的１９个国家中，已经有１５个成为选举民主国家，４个成为半民主国

家，没有一个是专制国家，到了２０００年，拉美地区接近９０％的人口享有选举民

主。② 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一以选举来定义的所谓民主进步有两个指标，一是选

举能正常进行，二是军人干政最终都没有成功。③ ２０世纪末，这两个指标在东南

亚国家那里也基本实现了，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主要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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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２０世纪的后２５年里先后开启了民主政治的大门，有了现代宪法、政党政治

和竞争性选举，并大大弱化甚至摆脱了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

然而，相比于西方较早经历的民主实践，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历程不仅起步

晚，而且曲折动荡。威亚尔达怀疑那些只有１０年或２０年民主历史、经济上践行

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政治上厉行威权主义长达４９０年的拉美国家，会突然间成

功地形成市场经济和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① 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与拉美地

区一样，大都有着深厚的世袭制、个人统治、家族政治和庇护主义的历史根基，

东南亚诸国更是面临着多宗教、多族群等文化因素对民主政治的消解。法里德·

扎卡里亚 （ＦａｒｅｅｄＺａｋａｒｉａ）认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 “不自由的民主”，从秘

鲁到巴基斯坦，从加纳到委内瑞拉，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经常会越过宪法对

其权力的限制，侵犯、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② 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表

明，仅以选举定义的民主并不能使它们走上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道路，它只是将

那里的人们带进乔万尼·萨托利 （ＧｉｖｏｖａｎｎｉＳａｒｔｏｎｉ）所说的 “一个民主观混乱

的时代”，③ 最终被迫接受民粹主义的荡涤。

对于这些在西方的引领和示范下努力走上民主之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竞争

性选举、政党政治所代表的民主带来了民粹主义滋生所需要的冲突社会、分裂社

会。汉斯彼得·克里西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Ｋｒｉｅｓｉ）等人总结了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四种分裂，一是中心与边缘的分裂；二是宗教的分裂；三是城市和农

村之间的分裂；四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裂。④ 从结果来看，这些内在的结

构性分裂不仅带来意识形态争论，更带来了普遍暴力，导致政治动荡、经济衰败

和社会断裂，这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沃土。爱德华兹认为拉美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缓

慢增长、危机、不平等和贫困的历史，拉美国家在民主发展之路上经历了经济和

政治阵痛、专制的政客和暴君、接二连三的政变等种种考验。⑤ 泰国从１９３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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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党发动民主革命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０多年时间里，颁布过２０部宪法，经历过军

人集团发动的１９次军事政变，其中１２次成功夺权，但却都没有使泰国从 “集

权—民主—再集权—再民主”的历史怪圈走出来。① 印度尼西亚在２００４年选举

后完成了西方学者如胡安·Ｊ林茨 （ＪｕａｎＪＬｉｎｚ）、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Ａｌ

ｆｒｅｄＳｔｅｐａｎ）和亨廷顿等人所界定的民主转型，进入民主巩固阶段，但是庇护主

义、血缘关系等传统政治价值依然根深蒂固，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现代性远没有

形成。

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历程中，选举和政党等政治元素的引入迅猛而激烈，

传统社会还未来得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开始现代调适，就在政治上被精英

分子广泛动员起来，大众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那里，现代化转型所需

要的社会变革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越来越 “取决于民众动员的规模和水平，

取决于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被扫荡的范围和深度，还取决于精英分子形成

权威和整合社会的能力”②，大众政治权力的实现不仅体现于正式制度内的投

票，更体现于正式制度之外的政治抗议、街头运动，以及政治精英为了实现特

定目标而 “诉诸人民”的策略和运动中。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当现代政党尚

未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角色出现时、当政治转型刚刚开始时，民粹主义事实上

已经出现了。

二　威权民粹主义：传统势力、新立宪主义
与多阶级联盟

　　考察民粹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的独特表现，必须置其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

历史转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对落后国家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有着极高的期待并不遗余力地输出民主价值，干预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但是非

西方国家的政治表现常常令西方失望，卡扎里亚关于 “不自由民主”的评价背

后就是这样一种失望情绪。因此，威亚尔达认为应该建构一种周期理论，用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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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非西方国家如何从官僚威权的传统政治中走出，拥抱民主，在经历了一种激荡

亢奋的民主实践之后，又回到威权政治的老路。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拉美和

东南亚的民主政治确实表现出威亚尔达所概括的周期性特征，如拉美走过了所谓

“官僚威权—民主政治—威权民主”的演进历程，而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经历了 “军人政权—文官政权—军人政权”的反

复。在泰国，以１９９８年他信执政为节点，国家的权力结构经历了 “泰式民主—

西式民主—泰式民主”② 的两次重大反转。

在拉美，被打上过民粹主义标签的政府包括早期的阿根廷庇隆政府、巴西瓦

加斯政府，也包括较近时期的秘鲁藤森政府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威亚尔达

认为这些政府追求的是一种融合了形式民主、强势政府、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民众主义的体制，因此很难称为民主政府。③ 在西方的标准下看，非西方各国实

践的是一种完全 “不合格”的威权民主，或者是带形容词的民主，如 “有限民

主、监护式民主和受控民主、法团式民主和卢梭式民主”④，泰国实践的则是一

种倒退回威权传统的 “泰式民主”。正是在这样一种带形容词的民主实践中，民

粹主义相伴而生并 “感染”了其中的威权主义特质，发展成为一种所谓的威权

民粹主义。关于非西方国家中民粹主义与威权民主的独特关联，可以从以下三个

重要维度进行解读。

（一）传统势力、政党制度与民粹主义的体制外空间

根据发展主义的一般理论，制度贫乏会导致长期平庸。弗朗西斯·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ｎｋｎｙａｍａ）曾指出， “发展差距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拉美脆弱的制

度”，⑤ 詹姆斯·罗宾逊 （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也认为 “对拉美经济发展轨迹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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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就是制度”①。制度化水平对于政治与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

不健全意味着权力结构不完善，政治过程不正规，没有相应的法律和秩序来保护

产权，经济增长缺乏制度保障，政治发展的体制外空间十分广阔。在非西方世

界，从２０世纪中后期直到２１世纪的全球化时代，政治制度建设还普遍存在水平

低、不完善和不稳定的情况。

从结构性根源来看，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仍然具有传统的威权主义性质，政

党政治的制度水平低，传统政党代表民意的意愿和能力有限。这种情况在拉美和

东南亚尤其典型。１９６７年，美国学者查尔斯·安德森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曾

在拉美刚刚走上民主化道路之时，考察过拉美政治过程和政治体系的发展路径，

认为拉美政治与美国相比更不正规、制度化水平更低，暴力、政变和革命是政治

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军队不一定总是从属于文官政府，社会的构成元素是

各种 “权力竞争者”（即威亚尔达的 “法团组织”，或亨廷顿的 “普力夺社会”

的参与主体），由于中央政府会提供就业、帮助、恩庇和福利，这些 “权力竞争

者”围绕中央政府开展活动，都试图成为掌权者。② 在２１世纪的今天看来，拉

美国家的政治体系确实有了很大完善与发展，其模范者有智利、巴西等国，因此

安德森当年的描述似乎已不完全适用，尤其是他没有预判到军人集团的退场和社

会主义左翼的长期影响。然而，拉美政治体系的传统基础并没有彻底崩塌，诸如

“政治恩庇、相互义务和 ‘恩惠’传统而非不带人情味的民主”仍有重大影

响，③ 这种政治文化至今仍然鼓励某些 “权力竞争者”越过制度藩篱直接与民众

对话、争取他们的支持。拉美绝大多数民粹主义领导人受到社会主义、法团主义

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支持来赢得议会多数，所以必须

直接诉诸人民尤其是劳工阶级的支持。巴西的民粹主义奠基人瓦加斯在即将被军

队赶下台前才组织了民粹主义政党———巴西劳工党 （ＰＴＢ）。在东南亚，泰国在

１９３２年民主革命后二十多年才有 《政党法》，直到１９９８年他信的泰爱泰党成立

之前，泰国政党都缺乏清晰确定的执政纲领或政策，就连最老牌的民主党也缺乏

９９

威权、福利与庇护：民粹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激荡之旅

①

②

③

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ｉ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ｅｄ，Ｆａｌｌ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Ｅｘｐｌａｉ
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ｐｐ１６１－１９３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ｏｆＲ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Ｄ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ｄ，１９６７，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２－４

霍华德·Ｊ威亚尔达：《拉丁美洲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第３４５页。



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理念或指导方针。① 泰国的政党带有明显的利益集团性，缺乏

意识形态基础，政党凝聚力基于党魁和庇护—依附关系，政党组织涣散，极不稳

定且短命。由于军方频繁政变并上台执政，泰国的政党政治多次被打断，中小政

党也常常是勃兴忽亡，他信系的政党是一再解散一再成立 （从泰爱泰党到人民

力量党再到为泰党）。卢西恩·Ｗ派伊 （ＬｎｃｉａｎＷＰｙｅ）曾这样评价，“假如不

是因为其他东南亚国家政党制度的缺陷，很难说泰国有完整的政党制度”②。印

度尼西亚政党的表现更不如泰国，政党在政治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时间很短，

长期的威权政治严重抑制了政党活动的制度化，造成了政党活动的不规范和各种

政治腐败，印度尼西亚社会出现了普遍的反政党情绪，多达７２％的印度尼西亚

人认为政党的腐败最为严重。③ 菲律宾的政党制度则被认为是一种 “迷宫式”的

多党制，它们既不是民意的代表，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政治议题而组织起来的

团体，与普通民众的联系是松散的、脆弱的。④ 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以多党

制为主，小党林立，政党间分化组合十分频繁，政党代表性功能不健全，因此，

民意表达通常呈现为非组织化的无政府状态。

与低水平的政党制度相随的，是传统威权势力如军人集团和王室的干政传

统。塞缪尔·Ｅ芬纳 （ＳａｍｎｅｌＥＦｉｎｅｒ）认为在文官组织和政党强大的政治体系

中，权力转移相对有序，军人的政治作用受到一定的约束，而相反的话，若政党

组织软弱而且数量稀少，军人的政治活动范围就极为广阔。⑤ 威亚尔达把军人干

政看成是两股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军队与公民社会两者的力量此消彼长；当

军队开始逐渐失去公信力，公民社会的力量就占据上风；而当公民社会略有优势

时，军队则准备着强大的进攻”⑥。众所周知，拉美官僚威权制度的根基深厚，

军人干政传统十分悠久，这既是殖民时期考迪罗政治的延续 （虽然２０世纪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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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政权在形式上已完全不同于考迪罗①），也是２０世纪拉美民主历程中的各种

政治危机的产物。在民主化的早期，拉美军队即被赋予了监督政治进程、在危机

时期取代文官政府的政治功能，虽然出于政治与专业两方面的综合考虑，军队在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是军人干政留下的官僚威权传统仍然

无法完全从政治实践中抹去。泰国军人集团的政治影响要比拉美深远持久得多，

这既是军人与王室两股强大的传统权力合作的结果，也是泰国文人政府软弱无

力、政党集团严重冲突所致。在历史上，泰国军人集团不仅在１９３２年推翻君主

专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在此后长期把持政权，成为政坛的主导力

量之一，泰国也因而成为世界上军事政变最多、政府更迭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虽

然１９９２年以后，泰国进入较稳固的文人和政党主政时期，但当他信系执政引发

黄衫军与红衫军的全面、长期对抗时，军人集团又 “重出江湖”，在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１４年两次发动政变并成立军政府，直接冲击泰国的政党政治。

从拉美和东南亚的经历来看，在民主进程开启之后，军人集团 （包括泰国

的王室集团）等传统威权势力不仅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反而是长期参与、干预

民主化进程，传统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断融合，发展出一种无法用西方的自

由民主定义的民主形态，即威权民主。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威权民主具有一元化

的集权倾向，其制度化程度通常较低，这种民主形态一方面鼓励了那些无法在体

制中获得足够竞争空间的政治势力寻求体制外的民众直接支持，因为制度贫弱使

得反体制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为威权统治者提供了超越制度行使权力的机会，

“在权力制衡机制比较弱的国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总统有能力实施各种政

策，而无须通过太多的争论及通过立法程序”②。

（二）新立宪主义、全民公投与广泛政治参与

非西方国家的传统威权政治表现为权力集中于某个人或某个集体，其内在的

集权化倾向与民粹主义对克里斯玛型领袖的依赖很容易重合共生。在民主选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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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下，民粹政治精英常常把社会成员划分为 “我们”和 “他们”两个敌

对的阵营，通过召唤 “我们人民”来掀起反对 “他们敌人”的斗争，实现掌握

政治权力的目标，这种以大众民主为诉求的民粹政治运动与威权政治体制相互利

用、相互成就。亨廷顿认为，“在发展中社会，政治精英很少会把政治参与的扩

大确立为首要目标。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主要反映政治参与作为实现其他目标

的手段的程度，或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副产品的程度”①。这里的 “其他目标”

无疑包括掌握甚至垄断政治权力。在拉美，民粹主义领导人如藤森、科洛尔和查

韦斯在议会内都受到占多数席位的反对派的制约，他们体现 “人民意志”的行

动受到一定的制度阻碍，因此，他们直接诉诸人民的支持，通过扩大直接民主和

采取直接行动，改变制度运行的游戏规则。

在２０世纪的拉美和东南亚，威权政治体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宪法成为改变

政治游戏规则和确保权力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人需要通

过选举掌握权力，还需要利用法律程序拟定新宪法，在这两方面，民粹主义的大

众动员策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十多年中，拉美的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

玻利维亚纷纷通过了新宪法，尼加拉瓜则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立法部门启动修

改宪法的工作，拉美的 “这三部新宪法的拟定都是为了重建这些国家，承认土

著居民拥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向民众 （特别是穷人）和地区利益集团赋予

大量具体的经济权利”②。法学家文森诺·帕斯托 （ＶｉｃｉａｎｏＰａｓｔｏｒ）和鲁本·马

丁内斯·德尔莫 （Ｒｕｂéｎ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Ｄａｌｍａｎ）认为现代拉美宪法是未完成的文件，

时刻有可能被真正拥有主权的人民修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拉美普遍奉行

一种 “新立宪主义”，相信宪法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公文，可以快速灵活地适应新

的政治形势，应该易于被修改和改良，而不应该期待它们历经十年而没有任何重

大的变化。③ 东南亚国家是否有自己的 “新立宪主义”尚有争议，但是泰国频繁

的立宪废宪史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从１９３２年民主革命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５年间，泰

国先后已有过２０部宪法 （包括临时宪法），平均每四年多就推出一部宪法，仅

１９９１年就先后颁布了两部新宪法；但是这么丰富的制宪经验却没有带来现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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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在泰国民众那里，法治的概念长期没有被接受，直到２００７年的宪法才第一

次提到这一概念，该部宪法称：“全国立法会议、内阁、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

构必须依据法治来行使主权。”① 首次强调 “一人一票”制的１９９７年宪法虽然被

称为民主宪法，但是也没有发展出有序稳定的法治秩序，泰国的不同政党集团以

及军队和王室等传统势力，要真正接受宪法的最高权威，仍需要一个复杂斗争的

过程。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虽然没有这么频繁

的制宪、修宪史，但是接受宪政理念和法治精神的过程一如泰国那样曲折动荡。

在拉美、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中，宪法废立之所以频繁，除了 “新立宪主

义”使得修宪的制度屏障较低之外，还因为修宪需要的民意支持比较容易获得。

在这些国家，修宪的实现常常要依赖全民公决，后者则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将政治

家与民众相联系的方式。全民公决是指公民就政治家提出的特定议题进行全民投

票，一方面能够体现个人化的魅力领袖在动员民众和凝聚民意方面的作用；另一

方面则体现追随者对政治领袖的直接的、非制度化的支持。民粹主义政治家需要

用全民公决的方式使自己的制度变革合法化，“在民众对现状不满或缺乏表达诉

求的合法途径时，民粹主义者通常会在全民公决式的联系中达到目的”②。库

尔特·韦兰德 （ＫｕｒｔＷｅｙｌａｎｄ）根据对拉美民粹主义的观察，认为民粹主义是一

种谋取或行使政府权力的政治策略，民粹主义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使用反建制的诉

求和全民公决式的联系来获得大量的、无组织的追随者的支持。③ 对比来看，在

制衡和否决机制较为严厉的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家很难与民众建立全民公决式的

联系，但是非西方国家中受到推崇的民主观念则更强调广泛的政治参与，更多地

依靠公众集会和半仪式化的方式将民众纳入政治领域。在委内瑞拉，查韦斯依靠

宪法之外的公民投票程序，选举产生宪法大会，查韦斯和他的支持者声称委内瑞

拉已建立了一种参与式民主，长期以来被传统政治家所忽视的普通民众终于得以

直接参与治理。事实上，查韦斯 “所采用的方法核心是借助于全民公投来改变

既有机制，取消制衡，将权力集中在手中”④。查韦斯的做法被其他拉美左翼民

粹主义领导人一再效仿，莫拉莱斯、科雷亚和塞拉都召集了制宪会议，并对新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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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了公投，莫拉莱斯还背弃了关于不在２０１４年实施新宪法的承诺，极大地

增强了权力。但是，２０１４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泰国巴育政权就没有这么顺利，

２０１７年的新宪法公投只有５９４％的投票率，并且反对意见高达３８６５％，在泰

国，宪法常常有，但却无法形成稳定的最高权威，围绕着立法、修宪的政治分歧

仍然十分严重。

（三）多阶级联盟、克里斯玛型领袖及其社会基础

民粹主义政治是一种建立在广泛政治参与基础上的大众政治，在政治实践中

常表现为多阶级、跨阶级联盟。保罗·德雷克 （ＰａｕｌＷＤｒａｋｅ）认为，民粹主义

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依赖不同阶级的联合，主要是工人阶级，但也包括上层阶级

的一部分，并由后者所领导。① 德雷克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拉美的经验之上，事实

上在非西方国家，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结合体现了类似的因果关系，即 “多

阶级联盟—克里斯玛领袖”关系。早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附论学者就指出

拉美民粹主义是外围国家发展落后的一个特有的、短暂的现象，具有阶级联盟的

特征。② 这种阶级联盟是产生克里斯玛领袖的社会条件，也是威权民粹主义背后

的大众—精英逻辑。

从大众的角度看，多阶级联盟的形成有其特定缘由。在民主政治中，选举和

政党是形成广泛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亨廷顿曾比较５种低收入者政治参与模

式，从中论证了政党的动员功能。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城市和乡村底层民

众的政治参与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都是动员参与，而不是自动参与，主要是通过恩庇—依附的传统关系或跨阶

层／种族的政党动员来实现，因此，“穷人常常以跨越阶级界线的问题或忠诚为

基础而介入政治”③。表面上看，动员参与确实反映了草根大众在权力结构中所

处的被动位置，但是大众并非完全被动，他们被政党或政治精英动员起来支持民

主，而当民主 “既没有兑现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承诺，也没有带来大众期望的即

４０１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二辑 总第六辑）

①

②

③

ＰａｕｌＷＤｒａｋ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ｅｍｆｏ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Ｃｏｎｎｉｆｆ，ｅ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ｐ
ｕｌｉｓｍ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Ｍｅｘｉｃ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２１８

张芯瑜： 《政治学中拉美民粹主义概念辨析及界定》， 《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第
１２７页。　

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第５９、１３１—１３２页。



时的改善，普遍的幻灭感会普遍产生”①。当劳工、农民和其他中下层群体普遍

对民主制度、政党政治产生不满和疏离时，他们更容易对强大的、威权的和公平

的家长式政治强人产生信任和依赖，愿意与政治强人及其代表的精英集团结成

联盟。

从精英的角度看，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政治与社会条件。政治

精英在什么情况下考虑直接诉诸人民支持呢？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存在政治制度

化水平相对较低、传统政党的代表性不高、民众对政党信任度不高等情况时，直

接求助人民可以立即得到足够的合法性支持。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认为，发展

中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在行动时通常会超越传统的政党范围，直接寻求民众对

特定政策的支持。② 民粹主义事实上代表的并不是单一的工人、农民或中产阶级

的利益，而是多阶级利益，因为这些不同阶级都可能共同对通货膨胀或收入分配

产生不满，但是，由于他们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维系民粹主义政权就依赖于

个别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和个人魅力。③ 克里斯玛型领袖能够与多阶级、跨阶级的

民众直接对话并与他们结成某种政治联盟，一方面需要有利的政治条件，即现行

政党未能有效代表他们，而现行体制没有提供足够的表达诉求的途径；另一方面

需要强烈的政治动机，为了掌握权力或维持合法性，所有领袖精英都需要在体制

内竞争与体制外动员两种路径中选择，或者二者兼顾。

早在２０世纪３０—５０年代，庇隆、瓦加斯和卡德纳斯等拉美政治家就将民粹

主义与拉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东南亚民粹主义运动晚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

出现，但也轰轰烈烈，引发了全球关注，比如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旷日持久的对

抗。这两个地区的民粹主义有诸多的不同，但都具有多阶级联盟的特点，并且涌

现了众多闻名世界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由于拉美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较

早，劳工阶级队伍庞大，民粹主义不仅普遍具有左翼色彩，而且也主要表现为上

层精英群体与劳工阶级的联盟。东南亚的农业传统十分深厚，劳工阶级无论是规

模或是斗争性都远不如拉美，因此常常表现为政治精英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盟，

在泰国，支撑他信系的就是 “新兴资本集团 ＋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盟，他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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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泰国权力结构中占据了压倒性政治优势。与此同时，两个地区被贴上民粹

主义政治家标签的魅力领袖则是数不胜数，当然，拉美的名单要比东南亚长得

多，比如早期有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加斯、智利的阿连德、墨西哥的卡德纳

斯等左翼民粹主义者，近期有秘鲁的藤森、阿根廷的梅内姆等新民粹主义者，以

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等左翼

民粹主义者，２０１８年当选巴西总统的博索纳罗被认为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但他

的魅力领袖形象还值得怀疑。在东南亚，最著名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自然是泰国的

他信，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民粹主义魅力领袖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佐科、菲律宾的

埃斯特拉达及杜特尔特等。

三　福利民粹主义：向贫困与不平等开战

民粹主义常见于街头政治或大众动员之中，但它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政权实

践，出现在政府的施政策略中。前墨西哥外交部长、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豪

尔霍·Ｇ卡斯塔涅达 （ＪｏｒｇｅＧＣａｓｔａｎｅｄａ）认为，拉美民粹主义常常得以执政，

或者非常接近政权。① 在非西方国家，以拉美和东南亚的泰国为典型代表，民粹

主义对国家大政方针、发展方略产生过重要影响，民粹主义理念与特定的经济政

策紧密相联，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民粹主义的经济主张非常鲜明直

接，可以高度概括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增长、高福利和再分配等。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后期民粹主义在非西方国家 （拉美的粉色浪潮、泰国的他信执政）的盛行，

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种逆反和修正，福利民粹主义

的概念被提了出来，成为一种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的民粹主义。

（一）“政府照顾你”：福利民粹主义的选择与困境

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都与底层贫困问题、中下层普遍的

经济焦虑问题直接相关，是财富集中、分配不均引发民众反抗的结果。拉美和东

南亚都是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地区，但始终未能顺利

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贫困与不平等的长期存在正是这些国家政治衰败、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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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乏力和治理能力低下的结果。哥伦比亚早在１９３８年就成为拉美第一个对收入

分配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家，当时它的基尼系数已达０４５，是当时的世界最高值

之一，但在拉美地区却只是一种正常状况。拉美各国的不平等状况一直没有得到

缓解，甚至在军事独裁结束之后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几乎都

升至０５以上 （乌拉圭稍好，但已达０４１，巴西则达到危险的０６５）。① 尽管基

尼系数高并不等于成为 “失败国家”，但 “失败国家”一定存在严重的贫穷与不

平等现象。在拉美，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是导致这种不幸境遇的根本原

因，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没有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繁荣，反而导致了失业

率居高不下和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激增。

福利民粹主义认为偏重资本与市场的经济政策会导致贫困和不平等，只有国

家具有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动力与能力。沃尔特·李普曼 （ＷａｌｔｅｒＬｉｐｐ

ｍａｎｎ）指出，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支持集权统治，但总是无法在整体上驯服资

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长期汇聚起来的力量非常多。② 被贫困和不平等压迫的中

下层民众只能寄望于国家，国家则有此资本，因为它在威权传统深厚的发展中国

家通常扮演着非人格化的家长角色。威亚尔达认为在拉美，国家的角色仍然是教

父、世袭主义者、恩庇和资助的分配者，国家的形象是家长式的，比如在乌拉

圭，由于早期发达的社会福利历史，民主在那里被定义为 “福利主义”，意即

“政府照顾你”③。非西方社会的民众不得不依赖国家来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

那么国家的政治代表性大小就取决于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对收入分配的干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并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而实现经济

增长，作为样板国家的智利也只是勉强达到３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关

于威权与民主的调查显示，在拉美，高达５６％的民众认为 “经济发展比民主更

加重要”，大约５５％的民众表示 “会支持威权政府”，４３％的民众同意总统以超

越法律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④ 不仅在拉美，在其他发展中地区，类似的情况也

普遍存在，即民主更具有实质意义而非程序意义，民主政府的治理绩效决定了民

主政治的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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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合法性依赖治理绩效，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治理绩效低下很难谈得

上执政合法性。走民粹主义发展路线的执政者相信最迅速直接的治理绩效可以

通过追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福利、实现公平分配等政策来实现。这些

经济政策之所以被贴上了民粹主义的标签，理由在于这些政策被认为具有一种

刻意地、片面地迎合民众的政治动机。依附论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项围绕着

“经济增长 ＋再分配”而展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经济增长鼓励政治领导人实

施包容性的、适度的再分配政策，从而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① 与依附论者倾

向于肯定的立场不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塞

巴斯蒂安·爱德华兹和鲁迪格·多恩布茨 （Ｒｕｄｉｇｅｒ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在他们的经典研

究中同样将再分配视为民粹主义范式的核心，但是认为民粹主义注定是要失败

的，因为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过度强调增长和收入的再分配，不重视通货膨胀、

财政赤字和外部限制的风险，忽视政府不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的负面效

应。②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外部限制等问题的恶化，

会反过来阻滞经济增长，导致再分配难以持续，最终使得福利民粹主义崩盘。

毋庸置疑，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最能体现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也是维持

政治稳定和合法性必须面对的挑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拉美同时面临现代化

与全球化的双重挑战，而到底是民粹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谁更能解决长期存在

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竟然不曾有过定论。自由派学者爱德华兹在其新著中承认

了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帮助拉美国家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但认为这不是新自由

主义的错，他辩称拉美不平等现象自从殖民时期起就是该地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

关键了。③ 有学者也认为 “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是真实的，但民粹主义的替代

方案行不通”④。而另一边，福利民粹主义相信问题是资本与市场造成的，因而

坚定地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贫困与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拉美和东南亚的情况表明，

依赖国家力量的福利民粹主义确实在短期内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许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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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难以实现较稳定的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且也很难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

分配的平衡，结果常常是福利超载、通货膨胀，财政扩张政策难以持续，经济出

现停滞甚至负增长，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更无从解决了。

（二）“粉色浪潮”：拉美左翼民粹主义的重新崛起

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看，以低速增长、社会动荡和贫困落后为特征的拉美是

不成功的。但是２１世纪前后出现的 “粉色浪潮”之所以泛出左翼民粹主义的浪

花，却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深陷困境的结果。

拉美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可谓命运多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称为拉美 “失去

的十年”①，长期的经济低迷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９０年代启动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志在终结拉美的经济不景气，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在开局不久即

遭遇不测。１９９３年墨西哥爆发比索危机，导致中产阶级萎缩、失业率激升、物

价暴涨、投资流失，生活水平下降２５％以上，这场危机造成的 “龙舌兰效应”

使得许多拉美国家开始警惕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代价。② 受金融危机影响，各

国民众抗议运动此起彼伏，首先爆发的是墨西哥萨帕塔农民武装起义，然后是各

种反私有化运动。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拉美地区人均收入下降到７０年代初期

水平，农村贫困人口高达６０％以上，城市失业率远超国际警戒线，高达２０％。

巴西和墨西哥在１９４０—１９８０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６％，但是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还

不到此前的一半。藤森在秘鲁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相对来说较为成功，

帮助秘鲁摆脱了 “失去的十年”的阴影，实现了较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秘鲁

“经济奇迹”却是片面而难以持续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仍无解药，处在绝对贫

困之中的民众仍然高达２５％，首都利马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８％—９％的高位，

远高于其他拉美国家的平均失业率。③ 由于历史惯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拉美

对经济增长有严重的依赖，而新自由主义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并没有天然的优

势，反而因为资本和市场的固有规则而导致财富集中、贫富分化，贫困与不平等

问题更为恶化，社会冲突与民众抗争频现。墨西哥金融危机之所以令拉美各国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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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是因为这一危机也极易发生在与墨西哥经济结构相似的其他国家，并且会引

发连锁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重重

危机面前，较快的经济增长几无可能。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为拉美左翼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造成了民粹主义的复

归。拉美左翼认为，“拉丁美洲的极端不平等、贫困，以及财富、收入、权力和

机会的高度集中，意味着该地区将不得不由中左派来领导”①，他们对新自由主

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出了以国家干预和再分配为中心的福

利民粹主义替代方案，掀起了一场向左转的 “粉色浪潮”。这一左翼民粹主义浪

潮的起点是１９９８年查韦斯赢得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紧随其后的是卢拉在巴西和

基什内尔在阿根廷分别赢得总统大选，他们上台执政的共同特点都是针对严重的

经济危机、贫困与不平等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的方案，政策主张中都包含了大受

民众欢迎的福利社会和国家干预内容。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随着玻利维亚、厄瓜多

尔、乌拉圭、萨尔瓦多、巴拉圭和秘鲁等国左翼政党胜选上台，“粉色浪潮”达

到了高潮。② 拉美左翼执政近二十年来，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效果根据不同国家

的发展水平、制度结构和领导人偏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巴西、阿根廷、乌拉圭

等国的温和左翼政府坚持改良主义导向的新民粹主义，即融合新自由主义与传统

民粹主义的主张，努力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平衡。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

瓜多尔等国的激进左翼政府则提出 “２１世纪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方案，查韦

斯政府明确提出要以 “２１世纪社会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代议制民

主制度。③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体系是最适合创造繁荣的，市场机制能够把经济

增长的成果自动滴漏到弱势群体，整个社会因而得以广泛分享财富。但是拉美民

粹主义者不相信公平分配可以通过市场实现，他们也承诺尊重私有财产，但力图

借助国家干预进行再分配，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平等。从当前拉美多数国家经济乏

力和社会动荡的现实来看，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都不能完全解决拉美经济增长

不足的问题，而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无论是靠市场还是靠国家，都不能彻底解

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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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信经济学”：东南亚福利民粹主义的典型实践

东南亚没有拉美那样悠久的民粹主义传统，没有左翼政府长期执政的经历，

政党政治的历史也不如拉美长久。但是两个地区共同面临经济落后、增长不足和

分配不公等发展问题，福利民粹主义在东南亚的出现反映了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的结构性困境，其中，泰国他信系执政 （他信、英拉）和福利民粹主义性质

的 “他信经济学”的实践尤为典型。

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泰国也不例外。泰国

至今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６０％—７０％的人口是依赖农业经济的农民阶层；城

镇化进展滞后，２００５年，泰国城镇化率比世界城镇化率低了将近１６％，比东南

亚城镇化平均水平也低了１１５％。① 泰国工商业主要集中在首都曼谷及其周边地

区，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据统计，２００７年，占人口２０％的最贫穷泰国民众拥有

的资产仅占全国总资产的４３％，而占人口２０％的最富有泰国民众却占有了全国

总资产的５４８％。② ２０１３年，泰国５４０万贫困人口中有８８％分布在农村地区，

尤其是北部和东北部地区。③ 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使泰国陷

入所谓的 “缪尔达尔陷阱”，即发展中国家片面追随西方工业化，导致那些不能

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农村劳动者的福利降低，而有机会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城市劳动

者则提高了福利，这种情况导致了繁荣的城市与停滞不前的农村之间的巨大差

距。④ 泰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结构及其造成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为他信的民

粹主义政治动员提供了机会。

由于泰国的１９９７年宪法突显了一人一票制的西式民主，他信以其为宪政依

据，在泰国农村地区进行了广泛的选举动员，承诺解决城乡差异和分配不公等问

题。２００１年，他信上台执政，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认真关注农村和农业问题

的总理。他的惠民政策主要面向农民，包括 “３０泰铢治百病” “乡村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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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一村一品计划”以及 “贫者有其屋计划”等大规模扶贫开发项目，涉及

医疗保险、乡村发展和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具有明显的福利民粹主义特色。这一

系列通过改变国家资源分配模式来争取农民支持的政策措施不仅激发了农民群体

的政治觉醒，而且确立了他信及其背后的新兴资本集团与 “红衫军”之间的多

阶级联盟关系。他信的民粹主义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效果，仅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泰国贫困率和农村贫困率分别从１４２％和１９１％下降到９８％和１２６％，

基尼系数则从０５２４下降到０５１１，是泰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①

２００６年他信因政变下台后，他信系的政治力量仍然很难撼动，沙玛政府和英拉

政府继续吸纳他信经济学的民粹主义精华，尤其是为泰党的英拉在竞选纲领中提

出十大惠民政策，延续了他信扶持农民和城市下层的民粹主义立场，包括提高最

低工资、提供教育补贴，以及继续推行 “３０泰铢治百病”的医保政策。由于民

粹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泰国深得农民的支持，甚至反他信阵营也不得不部分效

仿。２００７年大选中，民主党的阿披实向农民和城市贫民承诺将会实行比他信更

优厚的倾斜政策。２０１１年大选中，阿披实的选举主张包括保证粮食价格、提供

免费教育和老年人现金救济等福利政策。２０１４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巴育政府

也采取民粹主义的福利政策以争取中下层选民支持，实施了低收入群体福利卡政

策和各种补贴项目。他信经济学的民粹主义效应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不同程度

的体现，比如印度尼西亚的佐科政府在２０１５年不顾国会反对，宣布了增加国内

医疗、卫生、健康和教育投入的惠民计划，通过扩大福利和再分配来实现国家的

治理。

四　庇护主义传统：非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的文化底色

民粹主义在非西方世界并不是一种原生现象，而是一种对外来刺激的反应，

或者说是传统社会应对现代化转型的产物。显然，无论从发生根源、表现形态还

是结构性影响等诸方面看，非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都完全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而文化因素应该是导致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要远

远晚于西方国家，传统社会、农业文化的历史基因更为深厚，建立在土地依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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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关系之上的庇护主义传统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一）底层政治逻辑与庇护主义

考察民粹主义常常需要将其置于精英—民众二元关系结构中，但是如果仅

仅把精英看成绝对主导而民众是被动参与，则是一种片面的解读。亨廷顿认为

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政治参与是一种动员参与，但是并没有否认民众参与行为中

的理性因素。政治精英、克里斯玛型领袖与中下层民众之间的多阶级、跨阶级

联盟也是一种双向的、互相选择的结果。詹姆斯·Ｃ斯科特 （ＪａｍｅｓＣＳｕｒｔｔ）

认为像革命这样大规模、公开、有组织地导致重大结构性变迁的社会现象，在

大部分历史过程中，是极少的，甚至罕见得以成功的。① 民众无论是自动参与

还是动员参与，大部分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地方精英、地方政治或地方投票

展开的。事实上，理性计算是精英和普通民众进行政治行动的共同依据，底层

社会也有其理性考量和政治逻辑，“穷困不堪的人民群众希望他们投票支持的

政策能够使他们变得不那么穷”②。印度庶民学派代表帕萨·查特杰 （Ｐａｒｓｈａ

Ｃｈｔｔｅｒｊｅｅ）认为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延伸出来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并

不足以描绘和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他反对政治由上层精英主宰

和底层无政治的观点，认为由于国家治理机制的差异，弱势人口在实际社会关

系中拥有创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间。③ 在庶民学派看来，那种认为底层民众

教育水平低、政治训练少和经验不足，因而容易产生极端主义倾向的判断事实

上是片面的。

爱德华·Ｐ汤普森 （Ｅｄｗａｒｄ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试图论证平民阶级的文化取向如

何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行为，他认为在创新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平民更多经历的是

各种形式的剥削，或者是剥夺其习惯使用权，或者是猛烈地破坏其受到尊重的劳

动和闲暇的方式，因此，平民文化常常带有反叛性，但这种反叛的目的是捍卫习

惯。④ 从这个意义来看，捍卫习惯的使用权通常是中下层民众在现代化转型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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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这无疑有着较鲜明的保守性，可以解释为何他们更容易被反资本主义、反

执政精英的民粹主义动员所吸引，更容易接受威权主义政权的保护，“当人民为抗

议寻求合法性时，他们时常顾盼一个更加独裁化的家长制社会的规章”①。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 “家长制社会的规章”常常体现在传统的庇护关

系之上。庇护关系是一种前现代的非正式关系，广泛地存在于这些国家的地方政

治和全国政治中，魅力领袖与他的广大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庇护关

系。庇护关系也被称为恩庇—侍从关系，或者保护—依附关系， “在这种关系

中，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权威和影响力，将自己手

中拥有的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分配给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以换取被

庇护者提供的政治支持 （如选票、忠诚等）”②。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一种非正式制

度，它可能补充、削弱或替代正式制度，但是在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政治竞争

（选举政治）中，更可能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政治策略，上层的庇护者和下层的

被庇护者通过理性的利益交换实现各自目的。③ 民粹主义是一种精英动员与民众

参与的双向政治过程的反映，由于传统的庇护文化的影响，精英与民众之间客观

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庇护关系。

（二）拉美民粹主义中的庇护主义：考迪罗与法团传统

从文化上看，民粹主义在拉美的盛行与其长期的殖民地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等级制度和依附关

系，比如建立在大庄园土地所有制之上的监护征赋制 （ｅｎｃｏｍｉｅｎｄａｓ）和强制劳

动的米塔制 （ｍｉｔａ）；而文化与思想则由天主教教义和西班牙、葡萄牙的宗主国

政治学说主导，强调专制统治的合理性和精英关心照顾民众的义务。在拉美，殖

民统治造成的主仆关系、庇护关系、依附关系不仅出现在农场或庄园等地方层

面，同样体现在国家政治层面，这种长期存在的庇护观念和庇护关系奠定了拉美

威权主义政治的文化根基。拉美民粹主义奠基人如胡安·庇隆、赫图里奥·瓦加

斯和拉萨罗·卡德纳斯等国父级人物在自己国家至今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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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在自己国家的身上印上了自己的烙印，他们的追随者继续加深这种烙

印。他们在广大穷人和被剥夺者中总能激起敬仰甚至谄媚”①。在２０世纪民主化

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庇护主义在制度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作为一种观念

与文化，它已经变身或移植到新的政治文化如法团主义之中了，尤其是在选举机

制的作用之下，表现为以政府职位、政府合同、项目工程和就业机会来招徕和回

报选票。② 杨－维尔纳·穆勒 （ＪａｎＷｅｒｎｅｒＭüｌｌｅｒ）分析了委内瑞拉的政权特征，

指出该国政权具有鲜明的 “威权民粹主义”特点，他认为 “民粹主义政权总是

带有浓郁的侍从主义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色彩，这意味着政权倾向于仅仅给予自己的

政治支持者以官位和利益，唯有通过对政权的效忠与服从，人们才能获取所需的

经济与政治资源”③。

在拉美，两种深厚悠久的庇护主义传统为威权民粹主义的兴盛打下了文化基

础。一方面，殖民时期的考迪罗主义在２０世纪的威权主义和庇护关系中遗风犹

存。拉美的独立革命终结了殖民统治，但是却无法撼动威权主义的经济支柱即大

地产制或大庄园制，建立在封建经济、庄园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则被称为考

迪罗制。这是一种拉美特色的专制统治制度，与君主专制的西班牙殖民主义政治

制度一脉相承，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了君主的寡头独裁制度而已。④ 在拉美人心目

中，具有考迪罗风格的强硬政治领袖 （如庇隆、瓦加斯）虽然有专制独裁的倾

向，但是只有他们才能推进变革进程，带来和平和繁荣，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因

此，考迪罗式的政治领袖长久以来一直是拉美民众的 “救世主”“解放者”，他

们能够奇迹般地结束国家和人民的苦难。“拉美人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考迪罗

式的政治强人是不可替代的，而这种错误观念极易导致对民粹主义的接受和推

崇。”⑤ 进入２０世纪的民主时代，考迪罗在制度上已经消失了，但是它为民粹主

义运动和克里斯玛型领袖留下了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拉美的法团主义也体现了一种庇护主义文化，为拉美民粹动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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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组织动力。霍华德·Ｊ威亚尔达认为，拉美政治至今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

等级制威权主义体系，它吸收了法团主义的全部元素，对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

等西方民主的核心元素始终是一种消解力量，“被吸收或者被接纳的一直都是最

服从政府的那一类法团，否则政府就会建立官方自己的工会和农会，同时压制更

加激进、更具威胁的团体”①。因此，法团与威权政治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附、

恩庇关系。法团主义在拉美政治中是一种非常复杂和矛盾的现象，它既可以通过

对教会、军队、寡头集团、工商阶层、中产阶级的笼络收买以保证政治体系的有

效运转，但是也可能因为某些法团如工会和农会的规模过于庞大和难以驾驭，而

不得不面临它们的冲击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动荡。

总体而言，拉美政治体系的建构基础是政治恩庇、相互义务和恩惠传统，建

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孕育、助长了威权民粹主义。直到今天，

庇护主义和依附传统仍然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中或隐或现地

存在。

（三）东南亚民粹主义中的庇护主义：道义经济学与底层选举伦理

东南亚地区除泰国外，都曾有被殖民的经历，与工业化、城镇化起步较早的

拉美相比，东南亚的农业传统更为深厚，农业人口更为广众。亨廷顿认为典型的

“保护人—依附者”关系就是乡村地主与他的佃户之间的关系，② 东南亚地区建

立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上的农村依附关系非常深刻，庇护主义传统与拉美相比有过

之而无不及。

在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东南亚，保护人 （地主或地方政客）和依附者

（农民）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个别地建立起来的，并以相互不平等的利益交换为

基础的庇护关系，“地位更高的保护人提供保护、经济扶助和身份保障，代表

依附者与政府当局进行交涉，依附者则以忠诚与服从、偶尔送点小礼物以及政

治支持来报答保护人”③。菲律宾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就普遍存在一

种由许多家庭结合而成的巴朗盖 （ｂａｒａｎｇａｙ）社会，这种前现代的社会体系形

成了以效忠和服务于 “达图”个人 （Ｄａｔｕ，即首领、酋长）的主人—依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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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成为现代菲律宾家族式恩庇关系的早期雏形。① ２０世纪后半叶民主政治

被引入后，多党竞争的出现为穷苦农民和移居城市的农业工人报答他们的保护

人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比如在泰国社会，由于庇护关系普遍存在，而施恩和报

恩的观念深入民心，围绕着选票的利益交换关系十分常见，他信系在农民中的

威望某种意义上说得益于以选举为中心、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民粹主义多阶级

联盟。

马克·Ｒ托马森 （ＭａｒｋＲ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以选举投票为考察对象，对菲律宾

和泰国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民粹主义现象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这两个典型的东

南亚国家都存在一种从地方选举发展到全国选举的道义经济学。② 道义经济学是

一个试图理解下层社会如何建立其政治与经济共享规范的流派，强调底层阶级的

政治逻辑与经济理性。早在１９７１年爱德华·汤普森关于英国１８世纪 “食物暴

动”的名篇中，道义经济学的概念就已经初步形成，③ １９７６年，詹姆斯·斯科特

在关于２０世纪东南亚农民叛乱行为的研究中进行了较完整的论述，其理论核心

是农村贫困阶层坚持社会关系应建立在确保村社生计的目标上，由于他们所处的

脆弱的社会经济环境，他们的社会经济行为都是出于减少风险的动机。④ 斯科特

解释的是东南亚农民以叛乱为谈判筹码的政治经济策略，托马森则试图以道义经

济学来解读泰国和菲律宾等竞争性政体中的下层投票行为及其背后的集体共识，

他关注下层阶层如何在地方选举，然后在全国选举中以选票来捍卫经济安全、相

对体面的生活和获得尊重的权利， “下层人民不认为自己是卖选票给腐败的政

客，而认为这是应对边缘经济地位的手段；选举是他们参与其中的交易网络，他

们以选票选出自己认为有益本地社区的官员”⑤。虽然在精英化的民主语境中，

中下层的行动理性常常被无视和贬低，下层阶级被认为没有能力宏观地把握公共

利益，但是下层阶级则认为，“选举可暂时实现公平与正义，是选出兑现经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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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满足其需要的 ‘庇护者’”①。因此，道义经济学派认为，底层阶级常常根据

对选举的复杂的道德计算而进行投票，他们有自己的选举伦理和行为逻辑，而有

影响力的政客必须依靠拉选票来维持底层选民的长期忠诚。② 这种以底层为主体

视角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庇护关系何以如此牢固，更有助于解释民粹

主义政治精英如何通过政治动员、福利承诺来赢得／收买中下层普通选民的选票。

道义经济学要解释的并不是微观经济学现象，而是庇护主义长盛不衰的文

化现象，庇护关系中的政客和民众既是一种保护与依附关系，更是一种互相得

利的依存关系。在东南亚，诸如菲律宾的家族庇护关系、泰国乡村地区拉票网

络 （即票头）等传统现象正是由于包含着道义判断、经济判断而极有生命力，

这种独特的选举逻辑首先在地方性选举中大行其道，常常服务于 “把中央的

资源吸引到地方”和 “提升本地村落的名气和繁荣度”等现实目标。到了２０

世纪末，当菲律宾的埃斯特拉达和泰国的他信分别发起了民粹主义政治运动

后，他们借助不受地方庇护者左右的媒体把底层的选举逻辑 “全国化”，即把

一种地方性的庇护关系发展为一种全国性的庇护关系，向农民、城市贫民等底

层阶级承诺在国家层面重新分配财富。最终，出身电影明星的埃斯特拉达和作

为 “穷人斗士”的他信不仅成为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更成了超级庇护者。

五　结语：如何思考非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问题

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政治现象，思考非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问题有

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抉择、经济模式与文化特质，也有助于从比较的意义

上反观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问题，特别是反思自由与民主、市场与资本等西方模

式的影响。对于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民粹主义的干扰使得这

一转型过程更为复杂而不确定，非西方国家如何走自己的路，避开或应对民粹主

义的困扰，最终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将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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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关于非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问题的整体性思考，离不开以下两个视角的

讨论。

一方面，外部因素的输入性影响。民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与长盛，是

这些国家在２０世纪后半叶走上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之路的结果。要讨论这个问

题，或许可以先回到１８７８年，重温一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亨利·沃尔特贝茨

（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ｔｅｒＢａｔｅｓ）是如何尖锐地批评墨西哥的经历的。贝茨认为墨西哥的动

荡和落后是试图强行推行外来政治文化导致的恶果，“墨西哥人一直被强制做西

班牙的政治学徒，被训练得循规蹈矩，受到宗主国不负责任的淫威统治，却突然

被号召要做自由的公民，遵从自治原则，并且自愿地实施必要的自制……无须洞

悉人性也能知道，这样的尝试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①。当然，这一灾难性的

结果未必单纯指向民粹主义的政治乱象，但墨西哥的经历在非西方世界很有代表

性。美国向菲律宾植入了全套的 “殖民地民主”，没有受到过殖民统治的泰国则

主动从西方引入了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还有，整个拉美地区都接受了以竞争性

选举为标志的民主政治。然而，这些外源性、超前性的政治制度既不是这些落后

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与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并不合

拍，也与本土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可以想见，其结果必然会像泰国

那样陷入 “泰式民主—西式民主—泰式民主”的历史怪圈，或者像拉美那样，

代价沉重的民主实践却被西方评价为只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实的 “不自由民

主”。当西方将自由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经验一厢情愿地强加于发展中国家

时，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些经验无法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无法有效缓解贫困与不平

等现象，最终反而激发这些国家的文化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比如，“我服

从但不执行”在拉美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谚语，既可描述拉美人实用主义的

民主观，也可折射出拉美文化中的自我保护意识。“那些尚未取得 ‘现代化’或

‘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

了这种控制的必要性。”② 在此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现象首先是外

源性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９１１

威权、福利与庇护：民粹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激荡之旅

①

②

ＨｅｎｒｙＷＢａｔｅ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１８７８，
ｐｐ８２－８３；中文转引自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第２８页。

肖夏娜·Ｓ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张森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
８页。



另一方面，内部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大

部分民粹主义现象并没有表现为所谓反建制、反精英的体制外政治过程，通常的

情况是，由于某位政治领袖上台执政后采取了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政治经济政

策，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施政意义上的体制内政治过程。在非西方国家中，虽然现

代政治等于民主政治的理念得自西方的示范，但是民众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其说

是重视选举民主的程序意义，不如说更重视体现实质民主的施政绩效。威亚尔达

认为拉美的民主有赖于经济的持续繁荣，“只要有成功的经济增长，拉美人民就

会支持民主”①。西方学者关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没有社会变革或经济改革的施政

方案的批评是片面的，事实上，民粹主义政党或政治领袖上台执政后，为了获得

民众的广泛支持，必须回应经济落后、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必须为人数众多的中

下层民众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必然需要一整套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变革意义

的经济政策，比如扩大国家干预、限制外国资本、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再分

配、采取预算赤字政策以刺激总需求，等等。② 民粹主义政策致力于实现经济增

长和社会公平，在道义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它之所以备受诟病，根本的问题在

于这一套经济政策无法实现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平

衡。其实许多学者对拉美问题的本质有过相似的判断，都认为其关键在于如何实

现经济增长，但是，拉美发展的困境就在于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很

难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甚至是藤森、梅内姆等人试图融合新自由主义与传统民

粹主义的新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也难有成效。拉美民粹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再

分配与经济增长常常是脱节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再分配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福利

赶超，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或停滞。一旦增长不

足，国家能力下降，贫困、不平等和高失业率等结构性问题就会浮现，反过来影

响执政合法性。

因此，在民粹主义的政策实践中，根本的问题在于无法在公平分配、社会正

义与经济增长、提升效益效率之间实现平衡。在治理能力已成为宝贵的政治资本

的时代，政府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如何抵御民粹主义诱惑。习

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国际上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表明，民粹主义是造成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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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政治上搞盲目民主化，意见纷

杂，无法集中力量办事；二是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

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① 拉美、东南亚等发展

中国家的民粹主义经历表明，福利水平的提高必须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相结合，

再分配超过国家能力，出现社会政策的超福利化，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普通的

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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